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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通勤成本、区际运输成本与
产业集聚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何雄浪，王诗语
（西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摘要：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降低通勤成本和运输成本，在推动产业合理布局与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在识别区内通勤成本、区际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效应总体影响

的基础上，结合城市地理区位、城市群空间结构及产业要素集约方式等特征进行城市异质性与产业异质

性分析，并从创新水平、人才吸引、市场潜力与劳动力流动四个方面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区内通

勤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推动产业集聚，并显著提升产业集聚效率；而区际运输成本的降低与产业集聚规模

之间呈倒“U”形关系，与产业集聚效率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当运输成本降低至临界值后，虽会促使产

业向外扩散但能提升集聚效率。该影响在不同城市与产业中表现出异质性。在城市层面，通勤成本下

降对中西部地区及多中心城市群的产业集聚规模提升更为显著，运输成本与中西部城市的集聚效率之

间呈现正“U”形关系；在产业层面，通勤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信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但对其集聚效率影响

不显著，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更易向外扩散。区际运输成本下降有助于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效

率，对信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不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区内通勤成本的降低通过吸引人才集聚，从而

带动产业集聚规模和集聚效率的提升。区际运输成本下降对集聚规模的倒“U”形效应主要通过影响城

市市场潜力实现；对集聚效率的正“U”形效应则通过增强劳动力流动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区际运输成

本降低对周边地区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U”形特征。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认为需要因

地制宜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东部地区及大城市可依托现有

交通网络，推动产业有序转移；中西部及中小城市应加强内外交通联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单中心城市

群需要合理引导投资，避免重复建设；多中心城市群则应完善节点交通体系，促进区域协同发展；针对不

同产业特性，在推动信息密集型产业集聚方面需要注重改善通勤成本，在推动知识密集型产业集聚方面

则需强化城市间交通联系。最后，通过差异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布局优化，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

展迈向更高水平，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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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推动区域市场要素合理配置、

缓解市场供需失衡，成为该阶段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均衡要素分配的重要着力点［1］。作为产品、生

产要素等流通与联系的纽带，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是降低通勤成本和运输成本的重要条件，也是影响

经济活动空间组织的关键因素［2］。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降低运输成本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促使产业聚集或扩散，进而重塑产业空间格局；区域内交通改善则有助于缓解职住分离现象，提

升城市对产业、要素和人才的吸附与承载能力［3］，推动区域产业合理转移与分工协作，助力区域均

衡发展。因此，科学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通勤效率、降低运输成本，从而推动产业布

局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助力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

展规划》（国发〔2021〕27号）明确提出要“完善与产业布局、消费格局相适应的大宗货物、集装箱物流

网络，建设大容量、低成本、高效率物流骨干通道”，“积极利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提供通勤服务”①。
随后，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交规划发

〔2023〕21号）明确提出“‘全国 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 123快货物流圈’加速构建”②。在政策的持

续推动下，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城市内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2024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 5公里以内“幸福通勤”人口占比达

52%，超大特大城市“极端通勤”实现“零增长”③；在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铁路旅客发

送量和货运量稳居世界第一，高铁营业里程突破 4. 6万公里，超过其他国家总和④。党的二十届四

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

题：城市内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通勤成本降低，以及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运

输成本下降，将如何重塑产业空间格局？又将对产业集聚效率产生何种影响？同时，交通成本变化

的影响是否会因城市特征与产业类型的差异而呈现出异质性？其背后的内在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探究上述问题，对合理规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降低通勤成本与运输成本的积极作用，

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提升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主要有三类文献为本文的开展奠定了研究基础：第一类是运用理论模型阐述产业空间分布形

成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例如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研究；第二类是从地区内

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视角，分析通勤成本变化对所在城市或地区产业空间分布或降低拥堵的影

响；第三类是从区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视角探讨运输成本和时空距离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产业空间分布形成的机制，分别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

①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通知 [EB/OL].(2021-12-09).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72664.htm.②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 年）》印发实施 [EB/OL].(2023-03-31). https://www.gov.cn/lianbo/2023-03/31/content_5749421.htm.③ “幸福通勤”回归 “极端通勤”改善 如何解决我国城市通勤问题？ [EB/OL]. (2024-10-17).https://ysxw.cctv.cn/article.html? item_id=15575915293434567681。④ 十 六 万 公 里 铁 路 线 纵 横 成 网 —— 流 动 的 中 国 活 力 奔 涌 [EB/OL]. (2024-10-07). http://www. xinhuanet. com/20241007/f8b6618dcf6b4d6eb446f4605d2fec94/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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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和以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为理论基础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4-5］，两种理论

均将交通发展所引起的区际运输成本降低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其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其

中，新经济地理学将区际运输成本视为影响经济活动集聚或扩散的关键变量。Krugman［4］认为当运

输成本较低时，工业在某一地区集聚；当运输成本较高时，工业布局分散于两个地区。此后，相关研

究进一步拓展了Krugman的模型，如Puga发现贸易成本下降扩大了技术溢出的空间范围，促使产业

集聚［6］；Tabuchi和 Thisse则引入偏好异质性揭示了运输成本与产业空间集中度之间呈钟形分布关

系［7］。同时，还有学者注意到经济活动的集聚通常以城市为载体，其地理上的集中同样会产生各种

成本，进一步引入城市住房成本、通勤成本等城市内部空间成本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改进后的

“中心—外围”模型分析表明，当分散的力量来自城市空间成本时，运输成本下降可能反而引发产业

向外迁移，降低区内通勤成本则能提高本地工业的集聚程度［8-9］。
良好的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如地铁等是降低通勤成本的有效手段，不仅有助于增强城市对产业、

人才的吸引力［10］，也能促进企业与高校、政府间的协作，提升创新能力［11］。但也有研究指出，其经济

效应主要体现在环境生产率方面，对传统生产率提升不明显，甚至可能诱发“大城市病”［12］。进一步

聚焦到通勤成本的研究，多数学者从城市层面或个人层面展开了探讨，认为通勤成本越低的城市，

其劳动力市场受到冲击的概率越小［13］，并可能推动都市圈内的产业空间结构经历“部分集聚—完全

集聚—分散”的演化过程［14］。个体层面的研究发现，区内通勤成本对企业员工的工作绩效［15-16］、居
民的储蓄意愿［17］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区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是降低运输成本的重要政策手段［18］。相关研究尚未得到基本一致的结

论。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区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欠发达地区吸引产业并推动人口向周边扩

散［19-20］；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这类基础设施可能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强化中心城市的集聚优

势，甚至抑制沿线非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21］。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区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具有

阶段性，即建设初期产业倾向集聚，成熟期则因中心城市成本上升推动产业向外扩散［22］。另外，还有

学者从要素流动［23］、市场潜力［24］等角度，就区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的经济效应展开了探索。

总体看，学术界围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已取得诸多成果，涉及生产效率、企业区位、

创新水平、市场潜力、居民行为等多个维度，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

空间。其一，多数研究仍从单一视角出发，分别考察区际运输成本或区内通勤成本对产业空间分布

的影响，仅有少数研究将两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下系统地探讨它们对城市体系、市场潜力、产业

协同集聚的影响。其二，聚焦产业集聚效率即产业集聚“质”层面的研究相对较为匮乏，仅有学者讨

论了长三角城市群内小城镇的产业集聚效率时空演变特征。然而，产业集聚不仅可以通过规模经

济效应促进地区发展，还会在集聚程度超过一定限度时导致经济效率下降，因此合理配置生产要

素，提高经济效益，成为推动产业集聚“量质齐升”的关键［25］。其三，现有研究多从产业整体视角出

发进行讨论，忽视了不同类型产业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敏感性差异。例如，信息密集型产业更依

赖城市内部高频交流和配套设施建设，因此对通勤成本可能更敏感；而知识密集型产业重视跨区域

人才流动与研发协同，对区际交通改善依赖更强［26］。其四，交通网络既连接了重要的城市群，也连

接了城市群内部的不同城市，其所带来的通勤成本、运输成本降低对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也可能因

城市群空间结构不同而产生差异，但现有文献在开展城市异质性分析时较少考虑城市群空间结构

差异。由此，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从如下方面进行拓展：一是，本文将交通基础设施分为城市内和

城市间两种类型，分层级从区内通勤成本和区际运输成本两个方面分别讨论它们对产业集聚效应

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二是，本文在对产业集聚效应的考量中，不仅从“量”上衡量产业在地区的集

聚规模（文中用“产业集聚规模”或“产业集聚”表示），还从产业集聚“质”的视角衡量单位产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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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文中用“产业集聚效率”表示），以此研究区内和区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分别对

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效果；三是，在异质性分析时，本文不仅从城市层面出发，考察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对不同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差异性影响，还从产业层面出发，重点关注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信息密集

型产业，分析通勤成本和运输成本变化对不同类型产业的影响差异，从而揭示交通成本变化在不同

维度下所呈现出的异质性影响特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区内通勤成本对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

城市空间结构中“职”与“住”的关系是城市内部通勤成本产生的根源。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

推进，受高房价等因素影响，各大城市均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职住分离的现象。在此背景下，完善区

内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地铁等公共交通系统，成为降低通勤成本、提升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手段。

已有理论研究表明，无论地区发展水平如何，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可增强地区“聚合力”，缓解“拥

挤效应”，并促进产业集聚［8-9］。实证研究也证实，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有利于本地产业集

聚［27］，还通过降低通勤成本，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增强员工稳定性和积极性，从而减少人力成本并

吸引人口集聚［16］。此外，通勤成本的降低还可以缓解交通拥堵，降低能源消耗与排放，从而推动产

业向绿色、低碳化方向转型，提高产业集聚效率［25］。
在影响路径方面，创新水平和人才吸引是通勤成本降低影响产业集聚规模和集聚效率的重要

驱动因素。在提升创新水平方面，交通便利拉近了制造与研发环节之间的地理距离，有助于知识交

流与技术扩散，营造创新氛围，吸引高附加值企业入驻［28］，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同时，交通改善提升

了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间的联系，促进知识共享与协同创新，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和产业集聚效率。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指出，交通投资需与科研机构、高校等创新资源形成空间协同，才能真正激发知

识溢出效应［29］。在人才吸引方面，便捷的通勤提升了职住平衡与生活质量，扩大了劳动力的招聘半

径，增强区域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通勤时间的缩短也提高了劳动投入效率与企业产出水平，为

提升产业集聚效率提供了人力支持［16］。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降低区内通勤成本会促进城市内产业向本地集聚从而扩大产业集聚规模，并且这种产业集

聚将优化产业空间分布，缓解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进而提升产业集聚效率。

H2：区内通勤成本降低可能通过提升区内研发创新能力和人才吸引力，从而对产业集聚规模和

产业集聚效率产生影响。

（二）区际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是降低区际运输成本的重要政策手段［18］。新经济地理学兴起后，交通基础

设施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关系引发广泛关注。理论研究普遍认为，区际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具

有倒“U”形的影响趋势，即初期运输成本下降促使产业向核心区域集中，但当成本进一步下降，中心

城市资源承载压力加剧，地价、房价等“显性成本”上涨促使产业向周边城市扩散［8-9，22］。与此同时，

产业集聚效率又在很大程度上受产业集聚规模的影响，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征。初期交通改

善吸引产业集中于核心城市，但资源瓶颈、要素拥挤与结构同质化限制了技术扩散和协同效应，反

而降低了产业集聚效率并加重环境压力［30］。随着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交通效率提升促进企业协

同与生产方式绿色化，降低单位产出对应的碳排放与治理成本，推动产业集聚效率的持续提升［31］。
在影响路径方面，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市场潜力的作用。区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市场潜

力提升—企业迁入—供给增加—人口迁移”的机制，重塑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初期交通改善，市场

潜力快速提升，促使边缘地区产业向区域中心转移推动产业集聚，但随着核心枢纽优势减弱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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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溢，使核心地区丧失原有的市场潜力与竞争优势，企业向外围城市转移，形成“先升后降”的产业

集聚规模动态演化过程［32］。相应地，集聚效率可能经历“先降后升”的正“U”形变化。早期产业集聚

导致边缘地区资源流失与要素错配，生产效率下降；随着市场潜力再平衡和企业布局优化，资源在

更大空间内高效配置，产业集聚效益逐步提升。此外，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劳动力跨区流动［33］。
在运输成本较高阶段，劳动力主要呈“钟摆式”流动使其供给不稳，影响企业运行效率；而当运输成

本降至临界值后，大量劳动力实现跨地区迁移［34］，提升了人力资源配置的稳定性与灵活性，进而增

强企业运营效率，推动产业集聚效率提升。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降低区际运输成本可能对产业集聚产生倒“U”形影响趋势而对产业集聚效率产生正“U”形

影响趋势。

H4：降低区际运输成本可能通过提升市场潜力和促进劳动力流动对产业集聚效应产生非线性

影响关系。

（三）区际运输成本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

由于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侧重于加强区域内各功能区之间的联系，例如商业区、住宅

区、学校和医院等，故其在促进与区域外部经济活动的连接方面作用较为有限。因此，本文聚焦区

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邻近地区产业空间活动的影响。初期运输成本降低会提升中心城市可达性

与资源集聚力，造成周边地区产业“虹吸”，集聚规模受到抑制。随着交通网络完善，中心城市因房

价、地租等成本上升，促使企业外迁，带动邻近地区产业再集聚，呈现产业集聚规模“先降后升”的正

“U”形演化过程［22］。但是，对邻近地区产业空间活动的影响也依赖于邻近地区与中心城市产业结构

的匹配程度，若两地产业类型缺乏互补性，交通改善难以有效推动产业转移。在集聚效率方面，完

善的区际交通网络可实现节点间高效连接，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增强企业间分工与

协同，提升运行效率。反之，如果交通设施布局呈现碎片化，节点之间缺乏有效连接，无法形成系统

性的网络格局，将导致资源流动和信息传导受阻，则难以提升产业集聚效率。同时，如果邻近地区

产业基础薄弱、人才匮乏或制度环境滞后，即便交通改善也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承接力［35］。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a：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初期的极化效应和建设后期的扩散效应，可能使邻近地区的产业

集聚规模和集聚效率呈现非线性变化趋势。

H5b：受邻近地区人力资本、市场机制以及交通建设情况等因素限制，可能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对邻近地区产业集聚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三、实证策略

（一）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以及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最终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区内通勤

成本变化的产业集聚效应，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agg i，t = α0 + α1 ln Trani i，t + ∑j = 1
n βjControl i，t + μi + ν t + εi，t （1）

eff i，t = α′0 + α′1 ln Trani i，t + ∑j = 1
n β′j Control i，t + μi + ν t + εi，t （2）

其中：i表示考察的城市，t表示年份， agg表示产业集聚规模，eff表示产业集聚效率。α0、α′0是常

数项，lnTrani是核心解释变量；α1、α′1 是核心解释变量对应系数，分别表示区内通勤成本变化对城市

产业集聚规模和产业集聚效率的影响。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βj、β′j 是控制变量对应的系数，

μi、ν t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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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H3，本文在检验区际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时，将区际运

输成本的一次项和平方项同时纳入模型中，具体设定如下：

agg i，t = γ0 + γ1 ln Trand i，t + γ2 ( ln Trand i，t )2 + ∑j = 1
n βjControl i，t + μi + ν t + εi，t （3）

eff i，t = γ′0 + γ′1 ln Trand i，t + γ′2 ( ln Trand i，t )2 + ∑j = 1
n β′j Control i，t + μi + ν t + εi，t （4）

其中，lnTrand、（lnTrand）2分别表示区际运输成本的一次项和二次项。若式（3）和式（4）中，γ1、γ′1
分别与 γ2 和 γ′2 显著且符号相反，则说明降低区际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规模和产业集聚效率存在正

“U”形或倒“U”形的影响趋势，其余部分与式（1）和式（2）的设定一致。

在影响路径方面，本文通过识别解释变量与机制变量的因果关系对所关注的影响机制进行考

察，并参考林伯强和谭睿鹏 ［36］关于模型含有二次项的机制检验方法，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Mi，t = α0 + α1 ln Trani i，t + ∑α2Control i，t + μi + ν t + εi，t （5）
M′i，t = α′0 + α′1 ln Trand i，t + α′2 ln (Trand i，t )2 + ∑β″j Control i，t + μi + ν t + εi，t （6）
其中：M和 M′表示本文中可能的机制变量；M中包括城市创新水平（innov）和在校大学生人数

（stu），M′中包括市场潜力（lnMP）和劳动力流动（labor）；其余部分与式（1）和式（2）一致。此外，为验

证区际运输成本产业集聚效应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分别构建式（7）和式（8）的空间杜宾模型

（SDM）进行检验，具体如下：

    agg i，t = ρ′∑
j = 1

n

wij × effj，t + φ1 ln Trand i，t + φ2 ( ln Trand i，t )2 + φ3∑
j = 1

n

wij × ln Trand i，t + φ4∑
j = 1

n

wij ×(ln Trand j，t )2 +
                ∑β′m′Control i，t + ∑β′m″ (∑

j = 1

n

wij × Control j，t ) + ν t + μi + εi，t                                                                               (7)
    eff i，t = ρ′∑

j = 1

n

wij × eff j，t + φ′1 ln Trand i，t + φ′2 ( ln Trand i，t )2 + φ′3∑
j = 1

n

wij × ln Trand j，t + φ′4∑
j = 1

n

wij ×(ln Trand j，t )2 +
               ∑β′m′Control i，t + ∑β′m″ (∑

j = 1

n

wij × Control j，t ) + ν t + μi + εi，t                                                                                (8)
式（7）—（8）中，wij 是W = (wij )n × n 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元素，wij 表示区域 i与区域 j空间的紧密程

度，反映了研究单元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在前文理论分析中讨论了区内通勤成本、区际运输成本变

化对邻近地区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故本文构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进行分析。其中，φ3、φ4、φ′3、φ′4是
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对产业集聚的测算从“量”和“质”两方面构建指标。在产业集聚规模（agg）方面，本文借鉴

李金滟等［37］的研究方法，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组的单位从业人员”的 19个行业从

业人数，根据式（9）的计算方式衡量产业在地区集聚情况，具体公式如下：

agg i，t = ∑j = 1
J |

|

|
||
||

|

|
||
| Li，j，t

Li，t
- Lj，t

L t
（9）

式（9）中，j表示行业，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L表示就业人数，agg的取值范围为［0，2］，agg数值

越大表明该城市产业集聚程度越高、集聚规模越大。

在产业集聚效率方面，产业集聚是指大量相关企业及关联机构在特定区域内的空间集中现象，

而产业集聚效率则进一步衡量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所带来的效益水平［30］。本文借鉴邹德玲等［30］的研

究方法，从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构建产业集聚效率的指标评价体系，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1。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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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方法上，本文采用超效率 SBM模型，通过引入松弛变量并纳入非期望产出测算单位产业投入所

带来的综合经济效益与环境影响以表征产业集聚效率。

2. 解释变量

（1）区内通勤成本（lnTrani）。

近几十年来，我国城市内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城市的地铁及轻轨

建设。本文采用轨道交通网密度（den-sub），即轨道交通运营里程与市辖区面积之比表征城市地铁

及轻轨建设情况。二是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汽车的发展，它们在尚未建设地铁的中小城市中，对于

降低居民通勤成本尤为重要。由于缺乏城市年度私人汽车和公共交通数据，本文使用城市路网密

度（den-road），即道路面积与市辖区面积之比进行表征。最后，借鉴魏守华等［38］的研究方法，将城

市路网密度（den-road）和轨道交通网络密度（den-sub）之和取对数作为衡量区内通勤成本（lnTrani）
的代理指标，lnTrani越大代表该城市区内通勤成本越低。

（2）区际运输成本（lnTrand）。

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系统主要由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和城市轨道交通五个部分组成，其中，公

路、铁路、航空、水运共同组成了我国区际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本文为了确保研究结论不是由铁

路、公路这两类交通基础设施的某些特殊性而引起，将公路、铁路、航空、水运货运量均纳入考虑。

并且参考昝欣和欧国立［24］的衡量方法，运用最小—最大值规范法对各类交通设施指标进行无量纲

化处理，赋予客运量和货运量相等的权重，合成城市层面客货运水平数据（Trand），Trand数值越大

表明城市的区际运输成本越低。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
当maxt ( traf i，m，t ) ≠ mint ( traf i，m，t )时，采用式（10）：

ntraf i，m，t = traf i，m，t - min ( traf i，m，t )maxt ( traf i，m，t ) - mint ( traf i，m，t ) × [ n max - n min ] + n min （10）
当maxt ( traf i，m，t ) = mint ( traf i，m，t )时，采用式（11）：

ntraf i，m，t = traf i，m，t - min i，t ( traf i，m，t )max i，t ( traf i，m，t ) - min i，t ( traf i，m，t ) × [ n max - n min ] + n min （11）
Trand i，t = M × meanm (ntraf i，m，t )
其中：i=1，2，……，I表示城市，m = 1，2，……，M表示交通设施类型；t=2006，2007，……，2019表

示样本期内的考察年份。traf i，m，t 表示 t年 i城市m交通基础设施的客（货）运量，ntraf i，m，t 表示 t年 i城
市m交通基础设施无量纲化指标，maxt ( traf i，m，t )和mint ( traf i，m，t )分别表示考察期内 i城市 t年交通基

础设施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n min，n max ]是规定的交通基础设施指标的取值范围。本文最终

采用城市层面客货运水平的对数值作为衡量区际运输成本（lnTrand）的代理变量。

3. 机制变量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从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市场潜力和劳动力流动四个方面选

表1　产业集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

类型

投入

产出

一级指标

集聚程度

集聚规模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二级指标

人口集聚

产业规模

经济发展

产业辐射

非期望产出

计算方式

常住人口数（万人）/城镇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个）

实际GDP（亿元）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工业增加值和实际GDP的协调度

CO2排放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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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具体指标分别就区内通勤成本和区际运输成本变化影响产业集聚效应的路径进行检验。在创新

水平衡量方面，本文选用“城市专利申请数（件）取对数”进行衡量；在人力资本水平衡量方面，选用

“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万人）”作为代理变量；在劳动力流动方面，本文采用“人口流动=当年常住

人口-上年常住人口-当年常住人口×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公式计算；在市场潜力计算方面，采

用 Harris ［39］提出的市场潜力函数来测度：MP it = ∑
i ≠ j

GDP it
dij

+ GDP it
dii

，其中，dij 为各城市之间的直线距

离，dii 为 i城市的内部距离，计算公式如下：dii = 2
3 area i /π，其中，area i 为 i城市建成区面积，最后对

其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24］，本文还控制了一组可能影响产业集聚的解释变量：（1）市场规模（lnGDP），本

文选取折算至以 2006年为基期的实际GDP取对数进行衡量；（2）政府规模（lngov），本文选取政府支

出取对数进行衡量；（3）城市平均工资（lnwage），本文选取城市平均工资取对数进行衡量；（4）外商直

接投资（lnFDI），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取对数作为代理指标。

（三）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 2006—2019年 272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⑤。本

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城市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经整理而得，包括各行业就业人数、人均生产总值、政府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城市平均职工工资、外

商直接投资等。地铁里程的数据来自搜狐网和智慧轨道交通产业观察。碳排放量数据来自中国碳

排放核算数据库（CEADs）。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信息密集型产业的企业数量来自中国工商企业注册

数据，并由企业个体数据加总到对应城市层面。少量数据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对于缺

失值较多的城市不纳入回归分析⑥。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为探索区内通勤成本和区际运输成本变化的产业集聚效应，本文采用式（1）至式（4）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表 2列（1）和列（3）考察了区内通勤成本对产业集聚规模和产业集聚效率的

影响，结果显示，区内通勤成本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其降低有利于扩大产业集聚规模，并提升单

位产业投入的产出效益，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H1。在区际运输成本的影响方面，列（2）结果显示，

其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显著为负，初步表明其对产业集聚规模存在倒“U”形影响；列（4）结

果则表明其对产业集聚效率存在正“U”形影响关系。进一步借鉴Lind和Mehlum［40］方法，使用Utest
进行非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列（2）中区际运输成本系数的下界斜率为 0. 037 7，上界斜率

为-0. 083 0，P=0. 0013，极值点出现在 8. 309 1，落在区际运输成本［5. 5872，14. 2930］区间内，验证

了倒“U”形效应存在；列（4）中区际运输成本系数的下界斜率为-0. 031 6，上界斜率为 0. 040 1，P=
0. 0006，极值点出现在 9. 427 9，也处于变量取值区间内，验证了正“U”形效应，故本文的研究假设

H3得到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 2019年区际运输成本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其均值

为 8. 364 3，即区际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规模影响的拐点值小于均值，而其对产业集聚效率影响的

拐点值大于均值，说明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处在区际运输成本降低会推动产业向外转移，但对提升

⑤ 2021 年及以后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分行业的单位从业人员数，即从 2020 年开始没有分行业的数据，因此本文最终选取2006—2019作为研究的样本期间。⑥ 限于篇幅原因，未展示描述性统计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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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效率有阻碍作用的阶段。具体到各城市，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武

汉、重庆等，区际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规模与集聚效率的影响均已处于拐点右侧，说明产业虽在向

外迁移，但有助于缓解拥挤成本、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经济欠发达城市如眉

山、玉林、延安等，对产业集聚规模和集聚效率的影响均处于拐点左侧，表明交通成本降低有助于促

进产业集聚，但对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此外，无锡、株洲、青岛等中东部非省会城市，则处于区际

运输成本降低虽促进产业外迁却对集聚效率提升不利的区间。

（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⑦

为确保本文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在内生性处理方面，鉴于区内通勤成本和区际运输成本衡量指

标的内生性可能来源于使用同期变量所引起，本文将滞后一期的区内通勤成本、区际运输成本一次

项及区际运输成本二次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避免由此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考虑到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双向因果的关系，借鉴马永腾等［41］的做法，将交通基础设施

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工具变量法进行再一次回归。在稳健性检验方面，本文采用

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极端值影响以及剔除中心城市的方法，就区内通勤成本和区际运输成本变化

对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检验的回归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本文基

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⑦ 限于篇幅原因，未展示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其中，本文在替换被解释中，采用规上企业数量取对数作为
衡量产业集聚规模的代理变量。在缩尾处理中，采用对所有变量双边 1%缩尾。剔除的中心城市包括研究样本中的直辖市、省会城市
和计划单列市。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nTrani
lnTrand

(lnTrand)2

lnGDP
lngov

lnwage
lnFDI
常数项

观测值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Utest
拐点值

R2

产业集聚（agg）
(1)

0.011 0***
(3.716 8)

-0.032 8*
(-1.931 2)
-0.256 6(-1.375 8)

0.031 8*
(1.648 0)

-0.006 0***
(-3.247 3)

1.367 0***
(3.012 1)

3 808
是

是

0.025 1

(2)

0.115 2***
(3.766 2)

-0.006 9***
(-4.202 5)
-0.022 5(-1.330 6)
-0.355 5*

(-1.913 1)
0.024 0(1.252 8)

-0.006 0***
(-3.252 0)

1.090 7**
(2.354 2)
3 808
是

是

P=0.001 3
8.309 1
0.028 6

产业集聚效率（eff）
(3)

0.032 5***
(16.239 4)

0.138 4***
(11.637 0)
-1.114 9***

(-8.692 8)
-0.016 6(-1.257 2)
-0.007 3***

(-5.712 7)
2.156 0***

(6.945 2)
3 752
是

是

0.564 7

(4)

-0.077 6***
(-3.548 7)

0.004 1***
(3.495 8)
0.154 3***

(12.5415 )
-1.306 3***

(-9.855 3)
-0.036 7***

(-2.695 7)
-0.006 8***

(-5.122 8)
2.927 7***

(8.908 9)
3 752
是

是

P=0.000 6
9.427 9
0.533 3

              注：1.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2. 括号内的数值为 t值。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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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分析

1. 城市异质性

（1）地理区位异质性。

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政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对区内通勤成本和区际运输成本的影响在不同地区表现出差异性。本文将研究样本分为

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进行地理区位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结果显示，首先，降低区

内通勤成本对中西部城市的产业集聚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对东部城市的影响不明显。这可能的

原因是东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进一步改善虽有吸引作用但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现

象［42］。然而，区内通勤成本对产业集聚效率的提升在东部和中西部城市间无显著差异，均表现为显

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区际运输成本的降低对东部城市的产业集聚规模和集聚效率的影响均不存

在二次效应，因此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表明降低区际运输成本能够显著提升东部城市的产业集

聚效率，并有推动产业向外转移的趋势但影响不明显⑧。相反，区际运输成本降低对中西部城市的

产业集聚规模呈倒“U”形影响，对产业集聚效率呈正“U”形影响。Utest检验结果显示，二次效应在

中西部城市的区际运输成本取值范围内显著，P值均小于 0. 05，说明降低区际运输成本对中西部城

市的产业集聚规模和产业集聚效率存在二次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以 2019年的研究样本数据进

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中西部城市区际运输成本中位数为 8. 164 9，低于产业集聚规模的倒“U”形

和集聚效率的正“U”形拐点值，表明大部分中西部城市仍处于降低区际运输成本推动产业集聚但不

利于提升集聚效率的阶段。

（2）城市群异质性。

城市群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围辐射城市构成的多城市集合体，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会形成单

中心和多中心两种空间结构。交通网络既连接了重要的城市群，也连接了城市群内部的不同城市，

⑧ 区际运输成本对东部城市产业集聚的回归结果为-0.006 4（P=0.299），区际运输成本对东部城市产业集聚效率的回归结果为 0.017 8***
（P=0.0000）。

表3　地理区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lnTrani
lnTrand

(lnTrand)2

常数项

观测值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Utest
拐点值

R2

东部城市

产业集聚

(1)
0.001 8(0.639 8)

-0.487 1(-0.708 0)
1 400
是

是

是

0.090 8

(2)

0.080 2(1.537 7)
-0.0048*
(-1.6770)
-0.610 6(-0.854 4)

1 400
是

是

是

0.093 3

产业集聚效率

(3)
0.030 8***
(16.826 3)

4.728 4***
(10.572 8)

1 400
是

是

是

0.701 4

(4)

0.059 9(1.607 1)
-0.0023(-1.1373)

4.887 9***
(9.573 6)

1 400
是

是

是

0.640 3

中西部城市

产业集聚

(5)
0.027 6***
(2.728 1)

1.274 6**
(2.031 6)

2 408
是

是

是

0.037 8

(6)

0.099 9***
(2.631 2)

-0.0058***
(-2.8452)
0.858 6(1.334 2)
2 408
是

是

是

P=0.013 1
8.602 1
0.038 8

产业集聚效率

(7)
0.036 5***
(5.260 3)

0.696 1(1.587 8)
2 352
是

是

是

0.503 9

(8)

-0.162 4***
(-6.075 6)
0.0080***
(5.6166)
1.145 9**
(2.559 7)

2 352
是

是

是

P=0.000 0
10.091 3
0.507 7

69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32 卷第 1 期

其所带来的通勤成本、运输成本降低对产业集聚规模和产业集聚效率的影响也可能因城市群结构

不同而产生差异。本文以 18个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⑨，借鉴参考戴宏伟和杨宏昌［43］的研究方法，通

过计算 2006—2019年中国各城市夜间灯光亮度的位序规模分布特征，来反映城市群的单中心或多

中心的程度，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ln ( light ) i，j = C - qi ln (Rank) i，j （12）
式（12）中，i表示城市，j表示城市群，light表示城市的卫星灯光数据，Rank表示城市 i的灯光亮

度在城市群内的排序，再分别对各个城市群内的灯光亮度进行由大到小的排序后，进行公式（12）的

回归，得到每个城市群的 q值。q值越大，表明该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越突出。在本文中，将 q < 1的城

市群视为多中心结构，q ≥ 1的城市群则为单中心结构，以此对城市群空间结构进行单中心和多中

心分类⑩，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从区内通勤成本的影响看，降低通勤成本会显著促进多中心城市

群产业集聚，而在单中心城市群中影响不明显。区内通勤成本对产业集聚效率的影响在两种空间

结构的城市群中均表现为正向提升作用，没有显著差异。在区际运输成本的影响方面，回归结果表

明，区际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规模的影响在多中心城市群呈倒“U”形趋势，且Utest检验结果显示拐

点值在区际运输成本［6. 272，12. 0516］的区间内。而在单中心城市群中，区际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

规模的影响不存在倒“U”形效应。关于对产业集聚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及Utest检验显示，单中心

城市群的区际运输成本存在倒“U”形效应，而多中心城市群则没有二次效应。进一步对 2019年数

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无论是多中心城市群还是单中心城市群的绝大部分城市均位于拐点

值左侧，表明单中心城市群中多数城市处在降低运输成本不利于提升产业集聚效率阶段，多中心城

市群中大部分城市处在降低运输成本有利于产业集聚阶段。

2. 产业异质性分析

不同产业对通勤成本和运输成本变化的敏感性存在差异。一般而言，信息密集型产业依赖高

⑨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所提到的 19个城市群对研究样本按照城市
群进行划分，同时考虑天山北坡城市群城市数据缺失严重，最终选择其余18个城市群。

⑩ 该分类方法参考戴宏伟和杨宏昌[43]的设定。

表4　城市群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lnTrani
lnTrand

(lnTrand)2

常数项

观测值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Utest
拐点值

R2

多中心城市群

产业集聚

(1)
0.012 2**
(2.134 6)

1.139 5*
(1.706 2)

2 142
是

是

是

0.028 8

(2)

0.193 1***
(3.536 6)

-0.010 6***
(-3.517 9)

0.645 8(0.937 1)
2 142
是

是

是

P=0.000 4
9.071 2
0.032 7

产业集聚效率

(3)
0.046 3***
(11.924 4)

2.270 8***
(5.005 5)

2 114
是

是

是

0.599 2

(4)

-0.042 3(-1.097 7)
0.002 3(1.096 4)

3.364 9***
(6.929 8)

2 114
是

是

是

P=0.144 0

0.570 1

单中心城市群

产业集聚

(5)
0.003 0(0.902 0)

5.559 2***
(4.327 6)

588
是

是

是

0.147 9

(6)

0.012 7(0.178 2)
-0.003 1(-0.830 7)
6.230 1***
(5.019 3)

588
是

是

是

P=0.990 0

0.190 3

产业集聚效率

(7)
0.026 9***
(16.700 7)

1.847 3***
(2.948 5)

588
是

是

是

0.758 3

(8)

0.088 6**
(2.018 3)
-0.004 4*
(-1.885 9)
3.425 8***
(4.483 2)

588
是

是

是

P=0.059 7
10.128 0
0.63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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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人际交流和数据传输，对城市内部配套设施更敏感；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更关注人才集聚与研

发协同，对跨区域流动与合作更为依赖［26］。本文结合产业要素集约特征探讨通勤成本与运输成本

变化对两类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差异。参考于英杰和吕拉昌［44］的分类方法，选取 9类二级行业代

表知识密集型产业，11类二级行业代表信息密集型产业，分别以两类产业的企业数量取对数表征产

业集聚规模，并基于表 1的测度方法，将产业规模替换为信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企业数

量重新测算产业集聚效率，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在产业集聚规模方面，区内通勤成本降

低显著推动信息密集型产业集聚，但对知识密集型产业则表现为抑制作用，促使其向城市外缘迁

移。区际运输成本下降对两类产业的集聚规模不存在倒“U”形影响趋势，且进一步的线性检验结果

表明，区际运输成本的降低会导致两类产业向外扩散。在产业集聚效率方面，区内通勤成本的降低

阻碍了信息密集型产业集聚效率的提升，但对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效率影响不显著。关于区际

运输成本对集聚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区际运输成本对两类产业集聚效率的影响不存在明显

的正“U”形或倒“U”形影响趋势，进一步进行线性检验后发现，区际运输成本降低能够显著提升知

识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效率，而对信息密集型产业集聚效率的影响不明显。这表明知识密集型产业

在高度依赖跨区域知识交流与创新合作的背景下，区际交通改善有助于加强区域要素整合与研发

协同，进而提升集聚效率；相较之下，信息密集型产业的效率提升更多依赖于本地信息网络结构与

交流密度，受区际交通改善的影响较小。

表5　产业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

产业集聚规模

产业集聚效率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变量

lnTrani
lnTrand

(lnTrand)2

常数项

观测值

R2

变量

lnTrani
lnTrand

(lnTrand)2

常数项

观测值

R2

知识密集型产业(knowledge-agg)
(1)

-0.024 3**
(-2.357 1)

-1.380 7(-0.875 6)
3 808

0.105 4
知识密集型产业(knowledge-eff)

(7)
0.005 4(1.042 1)

-0.952 4(-1.193 2)
3 752

0.065 4
是

是

是

(2)

0.079 2(0.746 1)
-0.0085(-1.4913)
-2.289 0(-1.424 8)

3 808
0.112 2

(8)

-0.058 3(-1.073 4)
0.004 1(1.391 4)

-0.624 6(-0.766 2)
3 752

0.067 1
是

是

是

(3)

-0.077 6***
(-5.481 1)

-1.734 8(-1.109 7)
3 808

0.111 6

(9)

0.016 6**
(2.297 6)

-0.884 6(-1.114 6)
3 752

0.066 5
是

是

是

信息密集型产业(information-agg)
(4)

0.053 1***
(6.365 8)

0.217 2(0.170 2)
3 808

0.896 6
信息密集型产业(information-agg)

(10)
-0.0107**
(-2.5733)

-0.471 3(-0.728 8)
3 752

0.188 1
是

是

是

(5)

-0.037 2(-0.428 8)
0.000 6(0.137 5)
1.088 5(0.829 6)
3 808

0.895 5

(11)

0.020 1(0.457 1)
-0.001 1(-0.480 7)
-0.710 6(-1.073 9)

3 752
0.186 6

是

是

是

(6)

-0.025 3**
(-2.191 7)

1.046 8(0.820 2)
3 808

0.895 5

(12)

-0.000 9(-0.145 2)

-0.637 7(-0.990 2)
3 752

0.186 5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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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讨论

（一）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在区内通勤成本方面，围绕“区内通勤成本—创新水平—产业集聚”

和“区内通勤成本—人力资本—产业集聚”两条理论路径进行机制检验；在区际运输成本方面，围绕

“区际运输成本—市场潜力—产业集聚”和“区际运输成本—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两条理论路径

进行机制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从降低区内通勤成本的影响看，区内通勤成本的降低有利于

吸引人才集聚，而对创新水平提升作用不明显。这可能的原因是，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提高

了交通便利性，降低了区内通勤成本，但可能周边地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如科研机构、高校等不足以

及财政支持力度不够，难以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29］。从降低区际运输成本的影响看，区际运输

成本的降低对城市市场潜力水平的影响呈倒“U”形，而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呈正“U”形，根据林伯

强和谭睿鹏 ［36］关于模型含有二次项的机制检验原理，上述结论说明区际运输成本降低对产业集聚

规模的倒“U”形影响可以通过影响市场潜力水平传导发生，而区际运输成本降低对产业集聚效率的

正“U”形影响可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传导发生。

（二）空间溢出效应

根据基准回归结果，考虑到区际运输成本降低对本地区产业集聚规模存在倒“U”形的影响趋势

而对产业集聚效率存在正“U”形影响趋势，因此，本文在空间溢出效应检验部分重点讨论降低区际

运输成本对邻近地区的产业集聚规模和产业集聚效率是否存在“U”形的影响关系。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结果显示，不论是对产业集聚规模的影响还是对产业集聚效率的影响，加入二次项后，二次

项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和间接效应的系数均不显著，而区际运输成本不论是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

还是直接效应的系数均显著，说明区际运输成本降低仅对本地区产业集聚存在倒“U”形的影响趋

势，对产业集聚效率存在正“U”形影响趋势，而对邻近地区产业集聚规模和产业集聚效率的影响不

存在“U”形的二次影响效应，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H5b。这可能的原因是，目前我国铁路、水运、航

运等未充分形成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同时，某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邻近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人

表6　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lnTrani
lnTrand

(lnTrand)2

常数项

观测值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R2

区内通勤成本

创新水平（innov）
(1)

-0.016 0(-0.671 1)

16.329 6***
(4.406 7)

3 737
是

是

是

0.419 2

人力资本（stu）
(2)

0.662 7***
(5.825 9)

-19.911 4(-0.396 6)
3 484
是

是

是

0.353 8

区际运输成本

市场潜力（lnMP）
(3)

0.090 7***
(4.035 8)

-0.004 6***
(-3.861 1)

-10.459 0***
(-16.895 2)

3 094
是

是

是

0.943 1

劳动力流动（labor）
(4)

-0.151 6**
(-2.207 2)
0.010 1***
(2.715 6)
-0.996 5(-0.991 5)

3 808
是

是

是

0.08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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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匮乏或制度环境不完善，区域吸引力和承载能力不足，使资源流动受阻［35］，难以产生跨区域

的溢出效应。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从公路到高铁再到地铁，交通改善对促进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不同层级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降低区内通勤成本与区际

运输成本方面所产生的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及其内在机制仍不够明晰。本文分层级从理论

和实证层面分析了降低区内通勤成本、区际运

输成本对产业集聚效应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降低区内通勤成本有

利于促进产业集聚并提升集聚效率，而降低区

际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

系、与集聚效率之间呈正“U”形关系，该结论在

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第二，两类成本

降低对产业集聚存在异质性影响。在城市异质

性方面，通勤成本下降在中西部及多中心城市

群中对集聚规模作用更显著；降低运输成本在

中西部城市中对集聚效率呈正“U”形影响关

系。在产业异质性方面，通勤成本下降有利于

信息密集型产业集聚但对其集聚效率影响不显

著，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易向外扩散。区际运

输成本下降有助于知识密集型产业集聚效率提

升，对信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第三，区内

通勤成本通过吸引人才影响产业集聚效应。区

际运输成本下降对集聚规模的倒“U”形效应，

主要通过影响城市市场潜力实现；对集聚效率

的正“U”形效应，则通过增强劳动力流动实现。第四，区际运输成本降低对周边地区产业集聚效应

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U”形特征。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推动产业在空间上合理布局，

提升产业集聚带来的经济效益，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需要分层级和分阶段进行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在考虑交通基础设施与产业空间分布关系的时候需要考虑城市异质性的特征，对于东

部地区和市场规模较大的城市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禀赋，推动部分产业向外转

移，从而提升产业集聚效率，促使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对于中西部地区或市场规模较小的城市要加

大城市内部和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降低区内通勤成本和区际运输成本，并在了解

本地区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发挥中西部的要素成本优势，加速东部城市的部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

此外，还要结合不同产业类型的集聚特征实施差异化的交通建设策略。对于信息密集型产业，需要

优化城市内部通勤网络以促进其规模扩张。对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应加强城市间交通联通以促进

其外移并提升集聚效率，从而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空间布局的协同优化。第二，根据实际

表7　空间溢出效应的回归结果

lnTrand
(lnTrand)2

W×lnTrand
W× (lnTrand)2

ρ

直接效应

lnTrand
(lnTrand)2

间接效应

lnTrand
(lnTrand)2

总效应

lnTrand
(lnTrand)2

观测值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R2

产业集聚（agg）
(1)

0.119 3***
(4.034 0)

-0.007 0***
(-4.384 3)

0.388 8(0.978 8)
-0.027 7(-1.296 7)

0.250 6*
(1.930 5)

0.121 4***
(3.996 3)

-0.007 1***
(-4.344 3)

0.574 0(1.001 9)
-0.040 4(-1.312 1)

0.695 3(1.211 3)
-0.047 5(-1.539 8)

3 808
是

是

是

0.033 6

产业集聚效率（eff）
(2)

-0.064 6***
(-3.158 0)

0.003 7***
(3.330 8)

-0.061 1(-0.219 0)
-0.006 2(-0.412 6)

0.812 5***
(17.351 7)

-0.066 3***
(-3.002 7)

0.003 6***
(2.993 2)

-0.645 5(-0.370 6)
-0.017 9(-0.198 8)

-0.711 8(-0.407 1)
-0.014 4(-0.158 7)

3 752
是

是

是

0.05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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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适度加大单中心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但需要避免过度扩张或重复建设所带来的不

利影响，确保投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多中心城市群则需要强化城市内和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自身的多中心发展水平。第三，我国目前部分城市还处于兴建新城、新区阶段，可以加大城

市内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适度的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优势，使中心地区冗余

的产业迁移至新城，缓解中心地区和新城间市场供求的非均衡性。这既可以避免产业过度集中对

中心地区市场产生压力，又可以促进市场潜在需求的均衡配比，缩小不同区域的市场潜力水平，使

得产业发展能够拥有合适的市场空间结构。第四，通过各种政策手段营造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政

策环境，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劳动力要素的吸引作用，提升区域产业组合效率，特别是推动相

对封闭、流动性较差的城市，利用交通运输网络挖掘潜在发展能力，营造产品市场的大循环，为提升

城市市场潜力水平提供不竭动力，共享市场资源合理配置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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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regional commuting costs， inter-regional 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He Xionglang， Wang Shiyu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225， P. R. China）

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commuting costs and 

75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32 卷第 1 期

transportation cost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ptimizing industrial layout and advanc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identifying the overall effects of intra-regional commuting costs and inter-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costs 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eterogeneity of cities and 
industries in terms of geographic location, urban cluster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way of industrial factor 
concentration, and explores their mechanisms in terms of innovation level, talent attraction, market potential 
and labor mobil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reduction of intra-regional commuting cost helps to promot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fficiency; while the reduction of inter-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cost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cale and a 
positive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fficiency.  That is to say, when the transportation 
cost is reduced to a critical value, although it will prompt the industry to spread outward, it can improve the 
agglomeration efficiency.  These effects exhibit heterogeneity across cities and industries.  At the city level, the 
reduction of commuting cos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cale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multi-center city clusters,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portation 
cost and the agglomeration efficienc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At the industrial level, the reduction of 
commuting cost favors the agglomeration of informa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ir agglomeration efficiency, while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more likely to spread outward.  The 
reduction of inter-regional transportation cost helps to improve the agglomeration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intensive industries, but the effect on informa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is not obvious.  Mechanism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duction of intra-regional commuting costs attracts talents to agglomerate, thus enhancing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cale and efficiency.  The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f inter-regional transportation 
cost reduction on agglomeration scale is mainly realized by boosting urban market potential, and the positive U-
shaped effect on agglomeration efficiency is realized by enhancing labor force mobility.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lower inter-regional transportation costs on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in neighboring 
areas does not show a clear U-shaped characteristic.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optimize industrial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mprov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e eastern region and big cities can rely on the 
existing transportation network to promote the orderly transfer of industries;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connections and 
actively undertake industrial transfers; single-center city clusters need to reasonably guide the investment to 
avoid duplicated construction; multi-center city clusters should improve the nod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regional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In view of different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reducing commuting costs in promoting information-intens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inter-city transportation links in promoting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Finally, through 
differentiate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layout optimization, China’s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will be promoted to a higher level, and sustained momentum will be injected into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mmuting costs; transportation cost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cal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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